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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受害者向实施者反转的机制* 

严  瑜  李  彤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心理学系, 武汉 430072) 

摘  要  梳理和归纳了导致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受害者反转为实施者的组织事件, 包括团队层次的不作为

领导行为和领导不文明行为以及个体层次的同事不文明行为。借助事件系统理论对受害者反转为实施者的认

知过程进行了说明, 如果组织事件的强度足够引起受害者的控制化信息加工, 则其可能改变自己的原有行为

进而实施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 根据社会信息加工理论, 受害者的控制化信息加工可以通过三条路径实现, 

即学习过程, 归因过程和道德判断过程。建议未来研究进一步探讨情绪和认知两者在不文明行为受害者角色

反转中的作用, 以及工作领域之外的因素在其中的作用, 并且能够使用日记研究法进行验证; 未来研究还可

以探讨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旁观者反转为实施者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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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不文明行为在工作场所中十分普遍(Porath & 

Pearson, 2010, 2013), 会对组织和其中的个体产

生较大危害(Lim, Cortina, & Magley, 2008; Porath 

& Pearson, 2010, 2013), 基于此, 越来越多的学者

开始关注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Andersson 和

Pearson (1999)最先对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进行了

系统描述, 将其定义为一种具有模糊伤害意图的

低强度偏离行为, 并且该行为违背了相互尊重的

职场规范。常见的例子有: 插话, 在工作中使用非

正式的称呼, 翻白眼等(Cortina & Magley, 2009)。 

关于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现有研究大多从

受害者的视角出发, 考察不文明行为对受害者的

健康(Cortina, Magley, Williams, & Langhout, 2001; 

Leiter, Laschinger, Day, & Oore, 2011; Lim et al., 

2008; Lim & Tai, 2014)、态度(Welbourne, Gangadharan, 

& Esparza, 2016; Giumetti et al., 2013; Laschinger, 

Leiter, Day, & Gilin, 2009; Lim et al., 2008)以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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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行为(Sakurai & Jex, 2012; Welbourne & Sariol, 

2017)的影响。虽然从受害者的视角出发对工作场

所不文明行为的结果进行考察十分重要, 但是考

虑到深入了解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本质的必要

性以及组织干预的需求, 对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

的实施者进行研究同样重要。但是现有研究很少

从实施者的角度出发去理解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 

这种欠缺是不合理的(Gallus, Bunk, Matthews, Barnes- 

Farrell, & Magley, 2014)。 

对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实施者的研究可以从

两方面开展, 一是对造成员工实施工作场所不文

明行为的因素, 特别是实施者本身的内部因素(如人

格, 个体成就导向等)进行探究(Birkeland & Nerstad, 

2016; Liu, Chi, Friedman, & Tsai, 2009); 二是研究

不文明行为互动中实施者的角色变动, 主要包括

受害者或旁观者向实施者的反转; 本文主要对受

害者向实施者的反转进行分析。现有受害者反转

为实施者的研究(见表 1)基本上在 Andersson 和

Pearson (1999)提出的螺旋式框架内展开。螺旋式

框架认为 , 员工遭受到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后 , 

出于互动公平等需求, 会产生消极情绪, 进而表

现为报复欲望, 从而针对实施者发起不文明行为, 

自身的角色也从受害者反转为实施者(Andersson & 

Pearson, 1999)。在螺旋式框架的基础上, 现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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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研究虽然证明了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受害者

会反转为实施者, 但是这种反转何时以及为何发

生仍然是不清楚的, 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我们

认为, 当面临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时, 员工会或

多或少地使用认知努力进行应对。但是, 现有研

究大多倾向于研究情绪在不文明行为应对中的作

用(Bunk & Magley, 2013; Porath & Pearson, 2012; 

Sakurai & Jex, 2012; Zhou, Yan, Che, & Meier, 

2015), 对认知在其中的作用知之甚少。因此, 本

文试图对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受害者反转为实施

者的认知路径进行探索。 

事件系统理论(the event system theory)对组

织事件如何跨时间跨空间对个体的行为产生影响

进行了说明, 能够为我们探讨受害者的角色反转

提供一种积极主动的视角。根据事件系统理论 , 

组织事件在工作行为的发生和塑造方面具有十分

重要的作用, 个体在组织中的经验都可以用组织

事件来描述(Morgeson, Mitchell, & Liu, 2015)。同

样, 我们认为受害者转而实施工作场所不文明行

为也离不开组织事件, 其角色反转基于组织事件

而产生。因此, 本文中我们将基于组织事件对工作

场所不文明行为受害者角色反转的过程进行说明。 

根据事件系统理论, 如果组织事件具有足够

的强度能够引起个体的注意并触发控制化信息加

工过程(controlle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那么个

体就很有可能改变或创建自己的行为 (Morgeson 

et al., 2015)。所谓控制化信息加工是个体对信息

进行认知处理的两种方式之一, 是一种基于逻辑

的、需要较多认知努力的、深度的信息加工方式; 与

之相对的是自动化信息加工(automatic information 

processing), 是一种基于经验的、需要更少认知努

力的、浅显的信息加工方式(Evans & Stanovich, 

2013; Zalesny & Ford, 1990)。例如, 如果组织颁发

了若干条减少员工工作自主性的新规定, 在这种

情况下, 如果员工认为组织总是正确的并接受组

织的决定, 仍然只关注工资等内容, 则该员工进

行的是自动化信息加工; 如果员工关注的是工作

中的自主性, 而不是工资或工作环境, 则其进行

的是控制化信息加工。具体到我们要研究的问题

上, 我们认为某些组织事件能够引发受害者的控

制化信息加工这一认知过程, 进而使其改变自己

原有的文明行为和尊重行为, 转而实施不文明行

为, 从而将受害者身份反转为实施者。 

虽然控制化信息加工是事件系统理论中的重

要一环, 但由于已有大量研究, 因此 Morgeson 等

(2015)并没有详细描述这一环节 , 而是专注于探

讨事件的定义和特征。因此, 如果要基于事件系

统理论分析受害者反转为实施者的认知过程, 就

要借助其他信息加工理论, 并将该理论置于事件系

统理论的框架内, 对受害者角色反转的认知过程进

行探索。社会信息加工理论(the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IP)关注了控制化信息加工过程, 并

且将信息处理过程具体化为三种路径(Salancik & 

Pfeffer, 1978; Zalesny & Ford, 1990), 这一理论有

助于我们分析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受害者反转

为实施者的具体认知路径。 

因此 , 本文试图在事件系统理论的基础上 , 

分析人们在面对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时, 通过怎

样的认知过程来实施同样的行为。并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明确未来的研究方向。 

2  导致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受害者角

色反转的事件的特点: 基于事件系统

理论的分析 

2.1  现有理论对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受害者反

转为实施者的研究 

已有研究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下, 对工作场所

不文明行为体验导致不文明行为实施的机制进行

了探索和验证, 本文从团队和个体两个层次以及

领导和受害者两种不同的视角对这些研究进行了

梳理(见表 1)。 

从团队层次来讲, 在领导的视角下, 情感事

件理论(the affective events theory, AET )认为, 领

导不文明行为这一消极事件会引发受害者的消极

情绪, 从而影响员工的态度和行为, 促使受害者

对领导实施报复性的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Harold 

& Holtz, 2015; Meier & Gross, 2015)。此外, 螺旋

式框架强调情境因素会影响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

互动(Andersson & Pearson, 1999), 并且管理者呈

现的领导风格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 消

极领导这种领导风格会导致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

的受害者实施不文明行为(Harold & Holtz, 2015)。 

从个体层次来讲, 在受害者的视角下, 自我

损耗理论(the ego depletion theory)认为, 员工的

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经历会促使其转移注意力资

源, 即从自我控制转移到揣摩实施者意图和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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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受害者实施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理论机制 

层次 视角 研究 影响因素 中介/调节变量 结果变量 相关理论/概念 

Harold &  
Holtz, 2015 

消极领导 中介: 员工的工作场所

不文明行为经历 

员工的工作场所

不文明行为 

社会互动理论/不文明行为的螺旋

效应(Andersson & Pearson, 1999) 

团队 领导 Meier &  
Gross, 2015  

领导不文明 

行为 

调节: 目标者的状态 

(倦怠), 自我调控能力 , 

时间 

指向领导的报复

性不文明行为  

①社会互动理论/ 

不文明行为的螺旋效应 

②情感事件理论 
(Weiss & Cropanzano, 1996)  

Gallus  
et al., 2014 

工作场所不 

文明行为经历 

调节: 性别, 组织氛围 不文明行为的 

实施  

社会互动理论/ 

不文明行为的螺旋效应 

Harold &  
Holtz, 2015 

工作场所不 

文明行为经历 

调节: 消极领导行为 工作场所不文明

行为 

社会互动理论/ 

不文明行为的螺旋效应 个体  受害者 

Rosen,  
Koopman,  
Gabriel, &  
Johnson, 2016 

员工的工作场

所不文明行为

经历 

中介: 自我控制 

控制 : 组织政治感知 , 

解释水平 

工作场所不文明

行为的实施 

自我损耗理论(Baumeister,  
Bratslavsky, Muraven, & Tice, 1998)

 

明行为的应对上(Rosen et al., 2016), 从而降低维

持良好人际关系所必须的自我控制(Baumeister & 

Vohs, 2007), 减少了抑制不文明行为的努力, 增

加了实施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可能性(Rosen et 

al., 2016)。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大多研究基于螺

旋式框架, 对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受害者反转为

实施者的直接效应进行了验证, 并探索了这种直

接效应的边界条件, 但是很少进一步考察其中具

体的机制。并且, 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作为导致

受害者反转为实施者的直接影响因素, 并没有学

者对这一行为本身进行概念外的研究。工作场所

不文明行为被定义为一种低强度的行为, 但是这

种低强度行为如何促使员工的行为发生改变, 这

就需要我们了解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本身的特

征。事件系统理论同样认为, 事件的特征是个体

是否进行控制化信息加工的决定因素。因此, 本

文对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特征进行了分析。 

此外, 受害者的不文明行为经历并不是不文

明行为螺旋中发挥作用的唯一因素, 员工所在的

组织环境因素同样具有重要影响 (Andersson & 

Pearson, 1999; Harold & Holtz, 2015)。特别是,领导

在确定员工的行动指南、促进或抑制工作场所不

规范行为方面具有重要作用(Cortina, 2008; Cortina, 

Kabat-Farr, Leskinen, Huerta, & Magley, 2013)。在

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发生后, 领导行为对于受害

者是否会采取报复行为至关重要, 由于工作场所

不文明行为的低强度和伤害意图的模糊性, 领导

很难察觉到组织中的不文明行为, 并且受害者很

少直接向领导举报自己的不文明行为经历(Cortina 

& Magley, 2009)。因此, 我们认为, 在员工遭遇到

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后, 领导很少对不文明行为

采取具体的惩罚措施。而领导的这种消极应对会

促使受害者采取不文明行为报复实施者(Harold & 

Holtz, 2015)。因此, 本文考察了无作为领导行为

对受害者反转为实施者的作用机制。 

理论方面, 部分关于受害者角色反转的研究

(Meier & Gross, 2015)中使用了情感事件理论这

一基于组织事件的理论, 但该理论只是简单地将

事件分为发生和不发生两种, 并不关注事件的具

体特征; 并且, 事件的影响具有动态和多层次的

性质, 情感事件理论只是简单地关注组织事件引

发员工行为的情绪中介过程, 对事件引发员工行

为的解释不够全面。而事件系统理论聚焦于组织

事件的特点, 对事件如何跨越时间和空间对组织

行为产生影响进行了阐释。因此, 本研究将基于

事件系统理论开展分析。 

2.2  导致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受害者角色反转

的事件的特点: 基于事件系统理论的分析 

2.2.1  事件系统理论 

事件系统理论将组织事件定义为是外部可观

察的, 在时间和空间上有界, 并且发生在实体(包

括个体、团队、部门、组织和环境)之间(Morgeson 

et al., 2015)。事件系统理论区分了组织事件的三

个特征: 事件强度(event strength)、事件空间(event 

space)和事件时间(event time), 这些事件特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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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实体改变或者创建自己的行为。其中, 事件

的新颖性 (novel)、破坏性 (disruptive)和危机性

(critical)是事件强度的三个重要维度。如果事件是

非常规的, 突破了实体的期望和预期, 那么该事

件具有新颖性; 如果事件反映了实体受到的威胁, 

那么该事件具有破坏性; 如果事件反映了其对实

体的重要、必要或者优先程度, 或者限制了实体

重要目标的实现, 那么该事件具有危机性(Morgeson 

et al., 2015)。并且, 事件系统理论强调, 事件强度

的三个维度代表事件的不同方面, 三者可以不同

时具有, 只要其中的两者或者一者足够强就能促

使个体改变自己的行为。 

根据事件的定义和已有研究(如表 1 所示), 

我们认为团队层次的不作为领导行为和领导不文

明行为, 以及个体层次的同事不文明行为是促使

不文明行为的受害者反转为实施者的重要组织事

件。下面我们将依据事件系统理论对这些事件的

特征进行分析, 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2.2.2  对不作为领导行为的分析 

在团队层次, 领导的不作为行为表现为忽略

职场问题、未能建立或完善行为规范等(Harold & 

Holtz, 2015)。具体到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方面, 

不作为领导行为主要表现为不对工作场所不文明

行为进行关注和惩罚, 不对工作场所尊重行为和

文明行为进行奖励, 未能制定禁止不文明行为的

职场规范。不作为领导行为并不是说领导没有行

为发生, 而是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情境下和文明

行为情境下的领导行为的比较。在不文明行为发

生后, 采取积极应对措施且行为有别于文明行为

情境下的领导是有作为领导, 不采取措施仍然保

持文明行为情境下行为的领导是不作为领导。 

从事件时间和空间角度来讲, 不作为领导行

为是从团队到个人的自上而下的直接效应, 并且

其贯穿于文明行为和不文明行为情境中, 持续时

间较长。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发生后, 不作为领

导行为对于受害者来讲易于观察, 领导对不文明

行为的无视是受害者的新奇体验, 使其注意到领

导的不作为行为并且突破了其对领导的期望, 不

作为领导具有新颖性。 

工作行为情绪中心模型(the emotion-centered 

model of work behaviors) (Spector & Fox, 2002)表

明, 人们会对发生的组织事件产生情绪反应, 积

极事件会使员工产生积极情绪, 而消极事件则会

诱发员工的消极情绪。不作为领导行为对于受害

者来讲是未能维护其自尊和公平的消极事件, 从

而会促使员工产生负面情绪, 破坏员工的情绪资

源, 不作为领导具有破坏性。 

根据社会交换理论, 员工向团队投资自己的

工作时间和工作努力等来换取团队的认可和对自

身幸福的关心(Blau, 1964), 这种社会交换不仅包

括有形的物质资源(如工资)还包括无形的社会情

绪资源(如尊重) (Cropanzano & Mitchell, 2005); 

不作为领导行为未能向不文明行为受害者表明其

是值得尊重的且是团队中重要的一员, 受害者会

感知到领导支持的缺乏; 领导对受害者的对待方

式会向员工表明其归属程度(Lind & Tyler, 1988), 

不作为领导行为意味着受害者的归属程度较低 , 

并且, 对于团队中的其他成员来讲, 领导是社会

交换质量较高的伙伴, 因此这些成员倾向于和领

导保持一致的行为(Scott, Restubog, & Zagenczyk, 

2013), 从而威胁受害者的归属感; 不作为领导行

为造成的领导支持和归属感的缺乏限制了员工的

情感需求和自身价值的实现这一重要目标, 不作

为领导行为具有危机性。 

2.2.3  对领导不文明行为和同事不文明行为的分析 

领导不文明行为是从团队到个人的自上而下

的直接效应, 同事不文明行为是同一层级员工之

间的单级效应。尽管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具有慢

性本质(Lim & Lee, 2011; Lim et al., 2008; 严瑜, 

王轶鸣, 2016), 但是这种慢性本质强调的是工作

场所不文明行为对受害者影响的持续性。工作场

所不文明行为本身并没有持续性的特征, 这也是 
 

表 2  促使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受害者反转为实施者的组织事件的特点: 基于事件系统理论 

事件强度 
前因事件 

新颖性 破坏性 危机性 
事件空间 事件时间 

不作为领导行为 破坏期望 情绪资源 领导支持/归属感 自上而下 持续时间较长 

领导不文明行为 破坏期望/违背职场规范 情绪资源 领导支持/归属感 自上而下 持续时间较短 

同事不文明行为 破坏期望/违背职场规范 情绪资源 人际关系 单级 持续时间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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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和欺凌行为这种持续性行为进行强度区分的一

个依据(Hershcovis, 2011), 因此领导不文明行为

和同事不文明行为的持续时间较短。 

领导和同事不文明行为向受害者表明了工作

场所中领导和同事对待他人的方式, 打破了受害

者对于人应该被怎样对待的基本期望 (Reich & 

Hershcovis, 2015), 并且不文明行为违反了相互尊

重的职场规范(Andersson & Pearson, 1999), 属于

非常规行为, 因此领导和同事不文明行为具有新

颖性。 

领导和同事不文明行为能够破坏员工的情绪资

源, 使其产生消极情绪(Bunk & Magley, 2013; Meier 

& Gross, 2015; Porath & Pearson, 2012; Sakurai & 

Jex, 2012), 对受害者的心理健康产生消极影响 , 

具有破坏性。 

与对不作为领导行为的分析类似, 领导不文

明行为未能给予员工合适的社会情绪资源, 从而

表现出领导支持的缺乏并威胁员工的归属感

(Andersson & Pearson, 1999; Cropanzano & Mitchell, 

2005; Lind & Tyler, 1988), 领导不文明行为具有

危机性。 

同事不文明行为和同事支持及归属感之间的

关系实际上是不明确的。在员工遭遇到同事不文

明行为后, 第三方(如旁观者)对实施者的评价更为

负面, 并且倾向于惩罚实施者 (Reich & Hershcovis, 

2015)和帮助受害者(O’Reilly & Aquino, 2011; Reich 

& Hershcovis, 2015), 此时受害者的同事支持和归

属感水平不会降低; 但是如果因为受害者自身的

原因导致同事不文明行为, 例如受害者经常表现

出挑衅行为(Milam, Spitzmueller, & Penney, 2009), 

那么为了维护团队和自身利益, 第三方会对受害

者表现出以排挤(Scott et al., 2013)为主的不文明

行为形式, 此时受害者的同事社会支持和归属感

水平会下降。但是, 不文明行为作为一种慢性压

力源, 其对受害者的影响会一直持续(Lim & Lee, 

2011; Lim et al., 2008; 严瑜, 王轶鸣, 2016)。出于

维持长期稳定的非厌恶型的(non-aversive)人际关

系的需求(Hershcovis, Reich, Parker, & Bozeman, 

2012), 不文明行为受害者会不断反思实施者的意

图和自己的应对方式(Sonnentag & Fritz, 2015), 

对于受害者来讲, 如何解决自身和实施者之间的

人际关系问题是十分迫切和重要的, 特别是对于

那些高任务依存性环境中的个体来讲, 不文明行

为造成的这种危机性更为显著(Welbourne & Sariol, 

2017)。 

根据事件系统理论, 引起个体注意的显著事

件能够促使个体进行控制化信息加工进而改变自

己的行为(Morgeson et al., 2015)。具体到工作场所

不文明行为领域, 根据上述分析, 不作为领导行

为和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强度都足够引起受害

者的注意, 并促使其进行控制化信息加工并改变

自己的行为, 进而发生角色反转。社会信息加工

理论关注了控制化信息加工过程, 并抽取出了具

体的认知路径(Salancik & Pfeffer, 1978; Zalesny & 

Ford, 1990)。因此, 我们可以将其置于事件系统理

论的框架内对受害者反转为实施者的认知机制进

行分析。基于此, 我们构建了如图 1 所示的理论

模型。 
 
 

 
 

图 1  工作场所无礼行为受害者反转为实施者的机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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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组织事件促使不文明行为受害者角

色反转的内在机制: 控制化信息加工

过程 

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是 Salancik 和 Pfeffer (1978)

提出的理解人们如何加工信息的一般方法(Zalesny 

& Ford, 1990)。SIP 强调社会信息(包括自己或他

人的行为反应、人际互动、工作特征以及环境特

征等)对个体行为的预测作用, 并认为社会信息可

以通过三个路径影响个体行为: 学习过程, 归因

过程和判断过程(Zalesny & Ford, 1990)。 

根据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对社会信息的定义 , 

不作为领导行为属于领导的行为反应, 领导不文

明行为和同事不文明行为属于不良人际互动, 三

者均属于社会信息, 可以将其置于社会信息加工

理论的框架内进行分析。 

3.1  学习过程 

Andersson 和 Pearson (1999)指出, 为了维持

互动公平, 员工觉得有义务以同样的方式回馈自

己遭受到的不文明行为。这与社会学习理论一致,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 当个体暴露在攻击性行为下

的时候, 自身也会变得具有攻击性。 

社会学习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 Bandura 提出, 

Akers 整合了 Bandura 的社会学习理论以及 

Sutherland 的差别接触理论(the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theory), 提出了对偏离行为进行一般解释的社会

学习理论(Akers, Krohn, Lanza-Kaduce, & Radosevich, 

1979)。Akers 的社会学习理论中的社会学习是一

个高阶构念, 包括 4 个维度: 模仿(imitation)、差

别接触(differential association)、定义(definitions)

和差别强化(differential reinforcement) (Akers et 

al., 1979)。 

模仿在社会学习中具有重要作用, 人们会观

察他人的行为, 从而通过模仿实施类似行为。在

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研究中 , Porath 和 Erez 

(2007)认为 , 当员工观察到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

后, 会产生攻击性的想法。受害者作为工作场所

不文明行为的直接观察者, 行为模仿对其同样适

用, 其会模仿自己遭受到的行为, 将同样的行为

回馈给实施者, 对实施者进行惩罚, 从而完成从

受害者到实施者的角色反转。 

差别强化是指行为可以通过奖励(正加强)或

惩罚(负加强)来进行加强, 偏离行为是否发生和

持续下去取决于该偏离行为及其替代行为的差别

化的惩罚或奖励(Akers et al., 1979)。在员工遭受

同事不文明行为后, 如果同事没有受到惩罚, 即

不文明行为和文明行为之间并不存在具有差别的

惩罚 , 则受害者对不文明行为的认同得到加强 , 

进而发生角色反转, 对同事发起不文明行为。相

比同事不文明行为, 员工对领导不文明行为更为

敏感(Lim & Lee, 2011; Sliter, Withrow, & Jex, 

2015)。领导为整个组织确定基调, 员工可以从领

导那里获得一系列可接受行为的暗示  (Cortina, 

2008)。当领导实施了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后, 其

实际上向员工传达了不文明行为是被接受的并且

是受到鼓励的行为(Pearson & Porath, 2004)。在这

种情况下 ,受害者会认为组织中没有人在乎文明

行为(Pearson & Porath, 2004), 并且不文明行为是

一种适当的互动行为, 进而采取不文明行为进行

回应(Andersson & Pearson, 1999)。 

所谓定义, 是指个体会对行为进行评估定义, 

如果个体认为某项行为是好的(积极定义)或是合

理的(中性定义), 那么个体就更有可能实施该行

为(Akers et al., 1979)。在组织环境中, 如果组织氛

围不够正式, 员工会难以辨别不可接受的和可接

受的行为(Andersson & Pearson, 1999); 领导不文

明行为会促成非正式的组织氛围 (Gallus et al., 

2014), 从而促使受害者对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做

出中性定义, 进而更有可能实施不文明行为。在

面对同事不文明行为时, 虽然受害者对于同事行

为的评价是负面的, 但是其基于人际互惠原则(a 

norm of reciprocity)以及对自身尊严和地位的维护, 

会认为自己的报复行为是合理的 (Gallus et al., 

2014), 从而针对同事发起不文明行为, 将角色转

变为实施者。 

差别接触是个体与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 这

些群体提供了员工对行为进行定义、模仿和强化

的社会环境(Akers et al., 1979)。在工作领域, 同事

和领导是员工进行差异接触的对象, 如果员工接

触到的有利于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信念多于不

利于该行为的信念时, 其更有可能实施工作场所

不文明行为。在遭受到同事不文明行为后, 见证

到这一不文明行为的员工(包括受害者)认为应当

对实施者进行惩罚 (Reich & Hershcovis, 2015; 

Skarlicki & Rupp, 2010; Porath & Erez, 2009), 从

而受害者在这种差别接触的基础上倾向于对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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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发起不文明行为。领导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可

能会不经意地鼓励员工以不尊重同事的方式行事, 

从而受害者更有可能反转为实施者。 

根据社会学习的相关理论和上述分析, 本研

究认为, 正如图 2 所示, 同事不文明行为和领导

不文明行为会通过社会学习过程(模仿、差别接

触、定义和差别强化)促使受害者实施工作场所不

文明行为。 
 

 
 

图 2  工作场所无礼行为受害者通过学习过程反转为实

施者的机制模型 
 

3.2  归因过程 

归因理论(the attribution theory)最早由 Heider

提出, 归因是个体对行为或事件发展的原因的感

知(郑建君, 金盛华, 2009)。Weiner (1985)对归因

理论进行了完善, 提出了归因的三个维度: 原因

源(locus of causality)、稳定性(stability)和控制性

(control)。我们认为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受害者

可以通过归因过程完成向实施者的转变, 并构建

了如图 3 所示的机制模型。 

原因源决定个体将行为原因归于个体因素

(内部归因 )还是外部环境 (外部归因 )  (Weiner, 

1985)。Keaveney (2008)认为, 在下面几种情况下, 

个体更倾向于将行为归因于个体因素: 1)个体感 

 

知到必须对接下来的行为进行选择; 2)如果行为

违背了普遍接受的社会规范; 3)如果行为与个体

的角色不相符; 4)如果个体的行为对行为观察者

有个人影响; 5)如果个体是事件的积极参与者, 而

不是被动的观察者。在组织环境中, 工作场所不

文明行为违反了相互尊重的组织规范(Andersson & 

Pearson, 1999), 对行为目标有个人影响(Laschinger, 

Wong, Regan, Young-Ritchie, & Bushell, 2013; Lim 

& Lee, 2011; Miner & Cortina, 2016; Miner & 

Eischeid, 2012; Paulin & Griffin, 2016; Zhou et al., 

2015); 不作为领导行为破坏了受害者的领导支持

和情绪资源, 对受害者也有个人影响。因此, 我们

认为在面对同事和领导不文明行为以及不作为领

导行为时, 个体更容易进行内部归因。与外部归因

相比, 内部归因更容易使个体产生攻击性(Ferguson 

& Rule, 1988)。因此, 员工在感知到不文明行为后, 

可能会将该行为归因于实施者, 反过来对实施者

发起不文明行为(Andersson & Pearson, 1999); 对

不作为领导行为的内部归因也会进一步促使不文

明行为受害者反转为实施者。 

归因的稳定性是指人们的归因结果是否会保

持常态(Weiner, 1985)。例如, 人们将个体成就归

因于个体的能力, 这种归因结果是稳定的; 如果

将个体成就归因于运气, 则这种归因结果就是不

稳定的(Weiner, 1985)。当员工遭受到工作场所不

文明行为后, 其可能会将不文明行为归因于实施

者的疏忽或无知(Andersson & Pearson, 1999; Cortina, 

2008; Lim et al., 2008), 这种归因结果是不稳定的; 

也可能对不文明行为进行稳定性归因, 将其归因

于实施者的人格(Andersson & Pearson, 1999; 

Cortina, 2008; Lim et al., 2008)。因此, 领导和同事

的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跟受害者归因结果的稳定 

 
 

图 3  工作场所无礼行为受害者通过归因过程反转为实施者的机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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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无关。在受害者对不文明行为进行不稳定性归

因的情况下, 受害者对不文明行为的解释可能会

使其脱离螺旋式框架(Andersson & Pearson, 1999), 

不对实施者进行报复; 此时, 不作为领导行为对

于受害者来讲不太显著, 也就不能促使受害者反

转为实施者; 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受害者对不作

为领导行为的归因结果是稳定的, 也无法预测受

害者的角色反转。也就是说, 不作为领导行为并

不能通过归因结果的稳定性促使工作场所不文明

行为受害者反转为实施者。 

归因的控制性是指归因结果在主观上能够控

制的程度(Weiner, 1985)。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通

常会引发受害者的消极情绪(Cortina, 2008; Leiter 

et al., 2011; Lim et al., 2008), 领导不作为行为的

存在会进一步加强受害者的消极情绪; 受害者之

所以会产生消极情绪, 是因为其对不文明行为和

不作为领导行为做出了可控性的归因 (Weiner, 

1985)。归因的可控性可以显著预测责任性(王怀勇, 

刘永芳, 2010), 即个体越是认为行为是当事人的

可控的原因引起的, 则当事人应该承担的责任也

越大。结合 Smith 和 Lazarus (1993)的认知评价理

论, 我们认为, 如果受害者认为不文明行为和不

作为领导行为均是由他人可控的原因引起的, 则

会产生他人责任评价。这种他人责任评价会促使

受害者产生攻击性(严瑜, 李佳丽, 2017), 从而对

实施者发起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 

3.3  判断过程: 道德判断 

道德判断在偏离行为的实施中扮演中重要角

色(Andersson & Pearson, 1999)。所谓道德判断是

指我们对他人行为或者个体特质的评价, 包括伤

害性行为和帮助性行为, 或与个体/群体的公正有

关的行为, 同时也包括被部分个体认为的与道德

有关的行为(Avramova & Inbar, 2013)。社会互动

理论认为, 实施者经常把攻击行为看作道德且合

理的行为(Gallus et al., 2014),认为自身的攻击行

为具有合适的理由, 例如对自身地位的证明(Felson 

& Tedeschi, 1993)。在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发生后, 

受害者会出于互动公平的原则, 或是维护自身地

位和身份的欲望而对发起者实施不文明行为

(Andersson & Pearson, 1999), 这种报复行为在受

害者眼中很可能是自我保护的正当手段。对于受

害者来讲, 不作为领导行为向员工表明自身的尊

严无法得到保障, 如果领导不能合理处理工作场

所不文明行为的问题, 则受害者可能出于自我保

护的目的发起不文明行为。因此, 我们认为工作

场所不文明行为的受害者可以通过道德判断过程

完成角色反转(如图 4 所示)。 

4  未来研究展望 

依据螺旋式框架, 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可能

在组织中愈演愈烈(Andersson & Pearson, 1999; 

Porath & Pearson, 2010, 2012, 2013; Welbourne & 

Sariol, 2017)。不文明行为的传播不仅与实施者有

关, 更是与受害者向实施者的反转有关, 因此对

受害者角色反转的原因和路径的理解至关重要。

一方面, 本文系统分析了促使不文明行为受害者

反转为实施者的组织事件的特征, 指出不作为领

导行为、领导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和同事工作场

所不文明行为因为其新颖性、破坏性和危机性的

特征而促使受害者反转为实施者; 另一方面, 本

文综合运用了事件系统理论和社会信息加工理论

详细阐释了引发受害者角色反转的多条路径, 认

为受害者可以通过学习、归因和道德判断过程来

实施不文明行为。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图 4  工作场所无礼行为受害者通过道德判断反转为实施者的机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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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加强对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理解, 进而

推动有关研究的发展。 

第一, 已有研究使用最多的事件理论是情感

事件理论。根据情感事件理论, 情绪反应是员工

面对组织事件时最基本的反应。并且在某些情况

下 , 情绪能够严重影响个体的认知过程(Douglas 

et al., 2008), 因此未来研究可以将情感事件理论

和事件系统理论相结合, 深入探讨情绪和认知在

受害者角色反转过程中的共同作用。在本文分析

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我们构建了图 5 所示的模

型来描述情绪和认知在受害者角色反转过程中的

可能作用。未来研究可以探索由不文明行为引发

的消极情绪对受害者认知的影响, 深入挖掘受害

者反转为实施者可能的机制。 

 

 
 

图 5  情绪和认知在工作场所无礼行为受害者反转为实

施者过程中的作用 
 

也就是说, 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促使受害者

产生的消极情绪可能会影响受害者对该行为的归

因、道德判断和社会学习。具体来讲, 由触发事

件 导 致 的 消 极 情 绪 会 影 响 人 们 的 因 果 解 释

(Douglas et al., 2008), 不文明行为会导致受害者

产生消极情绪, 进而使受害者倾向于对不文明行

为进行内部和控制性归因, 促使其采取不文明行

为进行回应。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导致的消极情

绪还会影响受害者的道德判断, 对于受害者来讲, 

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表明自身的尊严和地位被他

人冒犯, 从而促使受害者产生消极情绪, 而这种

消极情绪会使得受害者将不道德行为道德化, 认

为自己发起的不文明行为是维护自身尊严和地位

的道德行为。消极情绪还可能影响受害者对不文

明行为的学习, 消极情绪会影响个体对行为的定

义, 使受害者将自身出于报复目的发起的不文明

行为定义为合理行为, 进而促使自身对不文明行

为进行学习。 

第二, 除了组织事件外, 工作领域以外的因

素也会对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受害者的角色反转

产生影响。大量研究表明, 一个领域(如家庭)的体

验会正向影响另一个领域(如工作领域)的情绪和

行为(Ferguson, 2012), 据此我们认为, 受害者在

工作场所内的角色反转可能会受到其他领域因素

(特别是来自受害者重要他人的体验)的影响。基于

已有研究和逻辑推理, 我们构建了如图 6 所示的

模型来展现这一构想, 这也是未来可能的考察方

向。我们认为, 在员工遭受到工作场所不文明行

为的情况下, 如果受害者能够得到来自重要他人

的积极的体验, 则这种积极的社会体验会削弱员

工因不文明行为产生的消极情绪 (Milam et al., 

2009), 进而减少其实施不文明行为的倾向。 
 

 
 

图 6  来自重要他人的体验对工作场所无礼行为受害者

反转为实施者的影响 
 

第三, 旁观者对不文明行为在组织中的扩散

也很重要, 这是因为旁观者有可能因为观察到的

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而反转为实施者, 未来研究

可以探索并验证旁观者反转为实施者的作用机

制。对旁观者反转为实施者的分析同样可以基于

事件系统理论和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展开(如图 7 所

示)。观察到的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对旁观者来讲

具有新颖性、破坏性和危机性, 可以引发旁观者

的控制化信息加工。旁观者可以通过社会学习反

转为实施者 , 在观察到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后 , 

旁观者会减少对他人的帮助行为, 并且产生攻击

性的想法 (Porath & Erez, 2009; 严瑜 , 李佳丽 , 

2017), 进而倾向于发起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旁

观者也可以通过对观察到的不文明行为进行归因

而实现角色反转, 在不文明行为发生后, 如果旁

观者将该行为归因于实施者, 认为是实施者的责

任, 出于自身的道德义务和责任感, 旁观者会对

不 文 明 行 为 实 施 者 发 起 惩 罚 行 为 (Reich & 

Hershcovis, 2015; 严瑜, 李佳丽, 2017)。道德判断

路径在旁观者角色反转中也可能存在, 在观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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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后, 对自身未来境遇比较担

忧的旁观者出于自我保护这一合理动机, 不愿意

对不文明行为实施者表现出礼貌和忍让的行为 , 

从而愿意采取不文明行为(Andersson & Pearson, 

1999)。 
 

 
 

图 7  工作场所无礼行为旁观者反转为实施者的机制模型 
 

第四, 建议未来的研究可以使用日记研究和

多来源的数据。目前有关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

实证研究大多使用横向研究设计, 但是这种方法

无法把握到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且, 横向研

究设计跟日记法此类研究相比, 缺乏敏感性, 无

法把握个体内变量的动态变化以及组织事件对个

体行为的动态影响。并且, 日记法十分符合事件

系统理论所提倡的组织事件动态影响实体行为的

观点。此外, 现有研究大多使用自我报告的方式

收集数据, 未来研究可以进行多源数据收集, 从

而避免共同方法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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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reverse mechanism how the victim turn into an instigator 
on workplace incivility 

YAN Yu; LI Tong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We reviewed and summarized organizational events that can potentially affect how victims of 

workplace incivility become instigators, including supervisor inaction, supervisor incivility, and coworker 

incivility. Based on the event system theory, we explained the cognitive process through which victims of 

workplace incivility become instigators. Specifically, if organizational events are strong enough to influence 

victims’ controlle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 victims might change their original behavioral pattern and 

engage uncivil behaviors. Based on the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victims’ controlle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cludes three different paths, including social learning, attribution, and moral judgment. We 

suggest future studies explore the role of other factor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mission from victims of 

workplace incivility to instigators, such as emotion, cognition, and factors outside the workplace. Daily 

diary method can be used to examine these processes. Furthermore, we encourage researchers to explore 

how witnesses of workplace incivility might also become instigators. 

Key words: workplace incivility; event system theory; social learning; attribution; moral judgment 


